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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cale and Method of Impacts of Built Environment on Public Health 
李经纬    欧阳伟    田  莉     LI Jingwei, OUYANG Wei, TIAN Li

近年来，建成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点。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建成环境对健康影响的机制与研究方

法均有所差异。通过对国际上相关理论和实证的文献研究，总结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影响的研究基础；分析其研究尺度，包

括宏观（全球/国家/区域）、中观（城市/县）和微观（街道/社区）3个层次，明确不同尺度建成环境对健康影响的要素；并

围绕指标测度和研究方法进行评述。最后，提出健康导向下不同尺度的建成环境构建策略，以期为我国健康城市的建设提

供借鉴和参考。

Recently, the impacts of built environment on public health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se impacts vary from 

scale to scale,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different. Based on releva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iteratures, we summarize the framework 

for studying the built environment on public health, analyze its dimensions, including macro (global/ national/regional), medium (city/

county) and micro (street/community) scale, and clarify the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s of different scales, then focusing on index measurement 

and research method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of different scales of built environment to promote public health,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the basis for healthy cities in China.

0   引言

现代城市规划的缘起与公共健康密切相

关，创造健康的人居环境、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是城市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城市规划与公共

健康相关的重要环节在于建成环境。建成环境

作为城市规划建设在空间上的反映，是影响居

民公共健康的重要载体，其作用不容忽视。大

量研究表明，健康不仅受到遗传因素、生活方

式、社会经济等因素的作用，还与建成环境要

素密切相关。

目前，全球有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

区，到2050年这一比例预计达到70%。随着我

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突发事件、环境污染、

居民体力活动缺乏等问题日趋严重。这引起公

众对建成环境与健康问题的广泛关注。据世界

卫生组织（WHO）估计，约24%的全球公共

卫生负担归因于不断变化的城市环境[1]。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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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健康问题已经成为未来的全球性挑战，

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建成环境能够更好地促

进健康。规划师和决策者一直致力于建设更宜

居的健康城市，其中，探索城市环境如何影响

健康是较为有效的路径。我国关于建成环境与

公共健康的实证研究刚刚起步，从理论到实践

的探索仍在继续。本文通过对国际上相关理论

和实证的文献研究，总结建成环境对公共健

康影响的研究尺度和研究方法，提出健康导

向下的建成环境构建策略，以期对我国健康

城市的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1   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影响的研究基础

1.1   理论基础

随着建成环境与公共健康的相关研究在

城市规划学、社会生态学、公共卫生学、环境行

为学等跨学科的融合中起步，衍生出一系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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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基础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社会生态学理

论和城市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学理论是以Brownfen Brenner

的生态系统论为基础，后由Sallis等人结合健

康行为促进理论提出的针对人群尺度促进健

康行为的环境干预框架。该理论指出公共健康

研究应该关注创造支持性环境，强调人与社会

环境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环境与人的行为、

健康之间存在多方面互动影响[2]。该理论在揭

示建成环境对体力活动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3]。

随后Barton[4]350，[5]在2005年提出城市生

态系统理论，试图将生态学系统方法与健康

决定因素理论整合到一个简单的概念模型中

（Settlement eco-system health map）。该理论

认为公共健康既受到个体层面遗传因素、生活

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也与社会资本、地方经济发

展水平、人类活动、建成环境、自然生态条件等

外在因素有关；指出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

规划对健康的干预主要集中在建成环境的圈层

中。与社会生态学理论不同，城市生态系统理论

试图引导城市规划对公共健康的主动干预，并

用来分析健康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

于可持续发展和健康影响评估等项目的应用。

这些理论的探索为建成环境与公共健康

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也为城市

规划干预公共健康提供了更为明晰的路径。通

过城市规划改善建成环境的品质，可以对健康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2   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的影响路径

目前，关于建成环境的定义和衡量大多

数聚焦于实体空间环境，即可以通过规划设

计和建设进行改变提升的建成环境，涉及城

市片区、街道、社区等多个空间尺度。1997年

Cervero和Koekelman[6]提出著名的3D模型，

其将建成环境分为密度（Density）、多样性

（Diversity）、设计（Design）3个维度。在3D模

型的基础上，2010年Ewing和Cervero[7]增加

了目的地可达性（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

公共交通站点距离（Distance to transit）两个

因素，从而扩展为目前应用较广泛的5D模型。

随着对建成环境研究的深入，Handy等[8]基于

社区层面的研究指出，建成环境可以通过土地

使用模式、交通系统和设计3类要素进行构建。

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因素众多，但

主要的影响路径可以归纳为自然生态环境和

健康行为活动两个方面。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

路径是指一些建成环境要素，如绿地、水域等

开放空间通过减缓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如净

化空气、水环境），引发居民正面情绪，对健康

产生积极影响；相反，城市蔓延、不合理的道路

交通组织带来的过度依赖小汽车出行的交通

方式，造成交通拥堵，加剧机动车尾气超标排

放，会使人们过多地暴露于空气污染，因对自

然环境的破坏而影响健康。

健康行为活动分为居民的体力活动和社

会交往活动。建成环境要素会对居民的身体行

为活动和心理状态产生影响。如土地利用构

成、街道连通性、社区可步行性等要素可能会

通过促进居民转向慢行交通的出行方式，包括

增加居民主动步行、骑行等休闲或交通性体力

活动的机会，或者通过增加居民外出进行身体

锻炼的意愿等，来促进体力活动的发生。良好

的体力活动水平会降低多种慢性病症的风险，

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高血压、肥胖、

抑郁症等[9]。高品质的建成环境也会营造宜人

的社会环境，邻里街道和公共开放空间是提供

社会交往活动的最佳场所，如娱乐、体育活动

资源、社会文化服务等。当居民有更多的户外

活动时，他们更有可能与邻居互动，从而加强

他们的社会联系[10]。社会联系有多种形式，包

括交谈、共同活动等。学者普遍认为，积极参与

社区活动或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的人往往寿

命更长，身体和心理都更为健康[11]，[12]612。

2   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影响的研究尺度

     与要素

不同尺度的建成环境对健康的影响要素

和方式不同。总体来说，建成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可以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3个尺度（见图1）。

宏观层面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全球/国家/区

域尺度的人居环境变化，关注由人类活动引起

的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对人类健康造

成的影响；中观层面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城市/

县尺度的建成环境，这个尺度通常包含居民在

日常活动中习惯使用的所有空间，通过城市形

态、道路交通组织、景观网络等功能性布局影响

居民出行方式和生活环境质量，间接作用于居

民健康水平；微观层面的街道/社区尺度，是目

前国际上关于建成环境研究主要关注的领域，

其建成环境要素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更为显著，

因为居民大部分时间都在社区中度过。其空间

面积相比城市较小，内部用地种类没有城市尺

度丰富，因此研究主要设施的可达性、可步行性

和社区空间环境品质等与居民体力活动及社会

交往相关的建成环境要素更具参考价值。

2.1   宏观尺度 : 全球/国家/区域

2.1.1    气候变化

在人类聚居活动引起的全球问题中，气候

变化是一个核心挑战[4]355。在全球城镇化快速发

展的过程中，经济增长伴随着人类大量的生产

和生活活动，工业生产、建筑建造和交通化石燃

料燃烧带来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使空

气中的颗粒物增多，臭氧层被破坏，人居环境不

断恶化。2014年，IPCC第5次气候变化评估报

告认为，21世纪的气候变化会加剧现有的健康

问题，会通过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气候变暖、暴

雨洪涝、干旱、酸雨频发等造成的暴露效应对人

图1    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影响的研究尺度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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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健康产生直接影响，或通过生物性传染病、水

源性传染病等对水源、空气质量等自然系统的

破坏造成对人类健康的间接影响[13]。

2.1.2     土地利用格局变化

全球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带来

建设用地大幅扩张，造成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在全球和区域尺度上引发诸多健康效应。建设

用地的扩张一般伴随着耕地、绿地等生态用地

的减少。城乡原本的土地覆盖类型被钢筋混凝

土、水泥地面所代替，而城市人口和产业的扩

张消耗了大量的水电及其他生物资源，也会导

致废弃物排放的增加，造成各类环境污染，并

给人的心理和身体健康带来不适。此外，遭到

破坏的森林地表植被会引起森林附近流域河

流沉积物的增加；建设用地增加导致的土地覆

被变化还会增加营养元素及悬浮物的入河流

量，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污染；同时大量耕地

的减少也会影响粮食产量，导致营养不良、饥荒

等粮食安全危机，对居民身体健康产生影响。

2.2   中观尺度 : 城市/县

2.2.1     城市形态 

城市形态（Urban form）是指城市的物

质空间布局和开发模式[14]。紧凑的城市空间形

态和精明增长的城市发展模式，能够创造良

好的身体活动环境，有助于减少居民久坐时

间，有益于身体健康。而我国快速发展导致的

大城市土地利用粗放、空间无序蔓延的现象

越发严重。随之引发的交通拥堵、能源消耗过

度、低水平体力活动及缺乏社会交往等现象

会对居民健康产生负面效应。建设用地蔓延

会带来低密度的城市建成环境，建成区密度

越低，则会导致居民的小汽车出行依赖度越

高；建设用地格局越复杂、越分散，居民通勤

距离越长，能源消耗和交通污染越严重，增加

居民的健康风险[15]22。此外，还有研究表明，分

散的城市形态下人类聚居点的分散可能会进

一步导致水环境、空气环境的恶化[16]，并间接

作用于居民健康。

2.2.2     道路交通组织

城市发展与交通规划的结果会影响居民

的出行环境，不同的日常交通出行方式会对

居民的体力活动水平和健康产生影响。以小

汽车为主导的城市交通系统，会出现道路封

闭化、高速化，以及占用林荫道、人行道和自

行车道的情况，从而迫使人们更多地依赖汽

车出行[17]，降低身体活动的发生。研究表明，

利用小汽车通勤更容易引起超重或肥胖的健

康问题[18]，长时间通勤的人更有可能患高血

压，更容易感觉到压力，并且在非常拥堵的情

况下，司机的自评心理健康状况更低[19]。

良好的交通网络与公共交通供给有利于

激发居民的出行意愿，提升出行频率[20]。发展

城市慢行交通网络有利于减少交通拥堵和空

气污染，吸引居民开展更多的体力活动[21]。城

市高质量、便捷的公交系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居民使用小汽车的频率，在到达公共交通站

点的过程中，会发生大量的步行或骑行活动[22]，

并且与小汽车出行相比，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

还会减少心理压力[23]，有益于居民的身心健康。

2.2.3     景观网络

城市中的景观系统对居民的身心健康有

益，特别是绿色和蓝色空间的可达性和质量与

人类健康息息相关[24]。景观系统的可达性可以

鼓励居民进行锻炼和社会交往，有助于减少肥

胖，并降低整体健康不佳的人口比例[25]。自然

环境可以有效缓解精神压力与焦虑[26]，缓解疲

劳[27]，调节不良情绪，改善居民的心理健康状

况。研究表明，城市居民倾向于使用大面积、结

构完整的绿色空间[28]，绿色空间面积大小与居

民心理健康呈正相关[29]，而绿地景观越破碎，

对居民健康产生的有害影响越大[30]。因此，整

合大范围地区的景观资源，如公园、绿道等，不

但可以提升城市整体的环境质量，而且绿色和

蓝色空间还可以减少城市的环境危害，如减少

相关的空气污染和噪音[31]，促进居民健康。

2.3   微观尺度 : 街道/社区

2.3.1     设施可达性

街道和社区作为向居民提供日常生活服务

的主要场所，其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直

接关系到居民的公共健康[32-33]，如社区中医疗、

文化娱乐、零售等服务设施。首先，距离社区诊

所、药房和超市等设施越近，则越容易获得医疗

保健服务，购买药物和健康食品，对改善健康产

生直接影响[34]。其次，设施可达性营造的便利服

务环境会对运动、饮食等与健康相关的行为产

生影响。操场、公园和健身房等休闲娱乐场所可

达性的提升，能够增加公共空间的使用频率，进

而增加休闲性活动[35]；超市可达性的提升则与

更健康的饮食行为相关[36]。最后，设施可达性对

社区居民的社会互动过程产生影响，如社会交

往、社会凝聚力和安全感知等[37-38]。

2.3.2     可步行性

大量研究发现，更适宜步行的环境与更高

的体力活动、更好的健康水平呈正相关[39-40]。常

用衡量可步行性的指标主要有土地使用混合多

样性、街道连通性、公共交通设施密度等。社区

土地的混合使用与增加步行活动和减少小汽车

出行相关[41]，Inoue等人对日本社区的研究发

现，社区土地的混合使用度越高，居民更倾向于

步行出行[42]。土地的混合使用会在较短的通勤

距离内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需求，降低交通拥

堵，减少能源消耗；混合用地还有助于形成充满

活力的社区中心和良好的邻里关系，增加居民

的社会活动，从而促进居民的身心健康。街道网

络的连通性和步行设施的可用性，与休闲型和

交通型体力活动的增加[43-44]，以及较低的身体

质量指数（BMI）相关[45]。此外，公共交通设施

的密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出行方

式，居民住在公交站密度更高的社区，可通过减

少机动车出行增加身体活动，促进身体健康[46]。

2.3.3     空间环境品质

社区的设计决定了空间环境品质，如社区

安全性、美学性等，可能会在促进居民健康的生

活方式、增加日常外出活动、社会互动和交往中

发挥重要作用。社区安全性与健康水平密切相

关，居民认为自己所在的社区不安全会加重心

理焦虑[47]和不良的健康状况[48]。而社区较高的

安全水平和社会凝聚力则会呈现更好的健康结

果[49]，与犯罪安全、交通安全相关的安全要素感

知，通过影响居民的户外活动意愿进而影响其

体力活动[50]；日本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住宅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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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有安全设施时，老年人的步行活动时间显著

提高[51]。社区美学（道路绿化、有吸引力的建筑

物、自然景观等）会增加居民的休闲活动时

间[52]，并促进居民选择主动的出行方式如步

行，促进体力活动的发生[53]，同时提高社区安

全感以及居民健康水平[54]。

3   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影响的研究方法

3.1   指标测度

3.1.1     建成环境指标

空间数据被广泛使用在多个尺度上，为建

成环境指标与健康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认

识。研究人员在概念化地理尺度时，使用不同

的方法。较为常见的做法是以居民的地理编码

地址为中心，在周围划定一定距离的缓冲区作

为研究区域，也有以社区、街道、城市的行政边

界作为研究区域。在指标测度上，现有的研究

使用客观、主观或混合方法来进行测量。

客观的建成环境测度应用较多。这类研究

假设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居民会受到周边环境

的类似影响。客观的建成环境指标有不同的

来源，如实地调研勘测的数据、统计年鉴的数

据、土地利用数据库、遥感图像和其他调查数

据[55]57。客观的测量更有可能反映建成环境的

实际空间属性，并促进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

规划实践，但很难对居民在建成环境中的体

验、暴露和互动及其如何影响健康行为和结

果形成完整、准确的评估。

相对于客观建成环境属性，居民对建成环

境的主观感知和满意度更容易通过影响情绪和

健康行为间接作用于居民健康状况。主观的建成

环境基于居民对周边环境特征的感知和评价，不

同个体对相同的建成环境感知可能存在不同的

反应。主观评价的测量方法包括问卷评估、开放

式访谈等，以评估受访者对建成环境的感知。其

主要缺点是耗时耗力、样本量小。近年来，随着计

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结合街景影像

（如谷歌、腾讯、百度）提供的大数据，为评估建

成环境的主观感知提供了新路径[56]。

为了克服早期研究仅使用客观或主观建成

环境特征的局限性，有研究同时考虑客观和主

观指标与健康行为或结果之间的联系[55]59，[57]。

主观评价与客观测量的建成环境指标相结合，

能够更加准确、有效地探究建成环境对个体健

康不同维度影响的相对强度和调节机制。比如

在Zandieh等[58]研究中，混合方法的使用既能

识别步行行为的建成环境决定要素，又能理

解参与者对环境的感知如何对步行行为产生

影响。

3.1.2     健康状况指标

“健康”是指身体、精神和社会方面完全

健康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疼痛[59]。

在大多数研究中，健康水平强调的是不同维度

的健康结果（如身体质量指数BMI、各类疾病

的发病率或死亡率、期望寿命、心理健康、社

会健康等），或总体健康水平（如自我评价健

康）。健康指标的测度也相对简明，主要包括主

观自评健康和客观健康指标。前者一般通过问

卷调查的形式，被调查者汇报所患的各类疾病

史、总体健康状况的评价、孤独感的评价等。客

观健康指标是通过医院、诊所的数据库客观记

录的，一般更为准确真实。总体而言，主观自评

获取健康数据的方式操作简便，但因为个人的

主观因素影响容易产生误差，客观数据更为精

准，但获取难度及成本更高。

3.2   研究方法

前期相关研究大多通过回归分析探究建

成环境与公共健康的关联，其中多水平模型

（Multilevel model）应用较为广泛。因为样本数

据具有分级结构，低水平（层次）的个体健康

数据嵌套在高水平（层次）的社区、街道、城市

建成环境数据中，多水平模型可以解释不同水

平的变量与因变量的关联。但很少有研究能够

证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后期有部分研究开

始采用结构方程、通径分析等方法试图探索建

成环境对公共健康影响的中介变量[12]611，[15]17，

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加准确的依据。

自选择机制（Self-selection）是探究因果

关系时需要考虑的因素。自选择机制的产生源

于个体选择居住地的过程，人们可能会基于多

种社会经济变量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受到自

身的居住偏好、行为态度、饮食习惯，以及对健

康的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60-61]。例如，有活动

意识的人更有可能搬到步行能力强、体力活动

多的社区[62-63]。这就导致很难探究参与者的体力

活动量和身体健康是由建成环境决定还是受到

主观行为偏好的影响。目前，有研究通过在回归

中纳入居民对居住地选择的偏好、出行及生活

方式、健康意识等变量，来对建成环境与健康之

间的因果关系和调节机制进行深入探索[64]。也

有研究采用经济计量学中的工具变量法来克服

自选择机制，通过识别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但

与误差项不相关的工具变量来消除内生性[65]。

此外，既有研究多数为横向截面数据。这

也是难以产生因果推论的原因之一[66]。横截

面数据集用于观察建成环境在一段时间内对

健康结果的累积影响时，存在一定难度，因为

环境对健康的影响贯穿在居民的一生之中。

纵向数据可以为建成环境是否对健康有因果

影响提供更稳健的证据。可追踪一段时间内

建成环境的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同时还可以

大幅规避自选择问题的干扰。近期，还有一些

研究采用“自然实验法（Natural experiment 

research）”来探索建成环境的变化对健康的

影响[67]。许多自然实验的基本假设是，当人们

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足够长的时候，因其暴露

在不断变化的建成环境中（如新的公园、市场

的建设），他们的健康状况会发生变化。

4   结语

在公共健康与城市规划问题重回公众视

野的今天，建成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成为跨

学科研究的重点。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城市

发展模式、规划和环境政策以及健康和福利等

方面都在以各种方式相互作用，不同尺度的建

成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也极其复杂。通过不

同学科、机构之间的合作来建设健康的人居环

境成为必然趋势。

总体来看，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尺

度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其中宏

观尺度上的建成环境要素主要通过影响自然

生态环境而作用于健康，中微观尺度的建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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